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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系统模型视角下的罪犯自我控制 
刘 毅      王君起      邬辛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摘 要：自我控制是个体为了达成具有长远利益的目标而有意识控制自身冲动行为的能力。

双系统模型提出自我控制系统包含冲动系统与控制系统，该理论适用于分析罪犯低自我控制

的内部结构。罪犯冲动系统中充满极易激活的犯罪相关行为图式，而控制系统却不足以生成

抑制冲动行为的策略。未来可基于双系统模型，整合已有研究深入考察罪犯自我控制系统的

内部运作机制，以及该模型在罪犯心理矫治中的实际应用，而犯罪易感青少年群体则需要特

别关注。 

关键词：罪犯；自我控制；双系统模型；冲动系统；控制系统 

分类号：D917.2 

Self-control of criminals from a dual-systems model 

perspective 

LIU Yi     WANG Junqi     Wu Xinjia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Self-control refers to the 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consciously control 

their impulsive behaviors in order to achieve long-term interests. The dual-systems 

model proposes that the self-control system includes an impulsive system and a 

reflective system, which can be used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riminals’ 

low self-control. The impulsive system in criminals is thought to predominantly use 

behavioral schemata related to crime, while their reflective system is too weak to 

suppress impulsive behaviors. With the impulsive system activated and the reflective 

system insufficiently activated, the criminals will likely fail to self-control and 

subsequently commit crim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the self-control system 

in criminals, more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the 

dual-systems model is neede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ual-systems model in interven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rrection for prisoners. 

In addition, juveniles who are susceptible to crime require special attention. 

Keywords: Criminal; self-control; dual-systems model; impulsive system; reflective 

system 

一直以来，自我控制都是心理学家们十分关注的一个概念。早期的自我控制

研究主要是将自我控制作为单独变量，研究其它外部因素对个体自我控制形成和

发展的影响。这种外部取向的研究也体现在了罪犯的自我控制研究中，

Gottfredson 和 Hirschi[1]提出的罪犯自我控制理论则是其中的代表。近二十年

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与自我控制相关的心理机制研究出现了一种新的取向，即

关注自我控制的一般内部机制，研究其内部成分对个体整体自我控制水平的影

响。目前研究已经获得了较大进展，其中力量模型（Strength model）、双系统

模型（dual-systems model）和双过程模型（two-stage model）最为引人注目，

引发了大量研究。在以上三种理论中，双系统模型主要从信息加工的角度考察自

我控制，对自我控制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而完善的解释，尤为适合探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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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这一特殊人群的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然而，尽管双系统模型引发了较多相关研

究，但已有研究却较少直接涉及犯罪人群。本文以双系统模型为框架，探讨了罪

犯低自我控制的相关心理机制，并思考了今后如何更深入展开研究。 

1  罪犯自我控制的早期理论与研究 

在自我的功能中，自我控制体现了个体遵循群体生活要求的能力，是个体管

理自身本能与欲望，抑制情绪甚至反社会冲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是文明生活

的要求与标志。上世纪中期以后自我控制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涌

现了大量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采取了外部取向，将自我控制作为单独变量，

研究其它因素对个体自我控制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作用。这一研究倾向对犯罪学领

域的影响结果之一，就是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所提出的一般犯罪理论[1]。该

理论以社会控制为基础，指出低自我控制是反社会行为的重要变量，是所有犯罪

行为的普遍原因。同时，该理论还明确指出应将自我控制概念运用于考察犯罪行

为，通过结合早期自我控制的研究视角和成果，将自我控制定义为可以使个体避

免做出长期成本超过暂时利益的行为的一种趋势。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的一般犯罪理论更关注外显的偏差行为，认为低自

我控制包含了一系列预测犯罪的行为特征
[1]
。作为重要的犯罪学理论之一，该理

论对自我控制的界定在犯罪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大量关

注，许多相关研究也都支持了这一理论。其后的许多犯罪心理学研究在测量自我

控制时都采纳了这一观点，认为最好的自我控制指标是一些特定的行为表现（如

“我会定期存款”），而不是一般性的自我控制过程（如“我是个自律的人”）。 

在罪犯自我控制心理机制的早期研究中，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这类研

究大多只将自我控制作为单纯的个体变量予以测量，并研究外部因素与个体自我

控制水平对犯罪行为的交互影响，如社会环境、家庭教育等，缺乏对罪犯自我控

制内部结构的更深入探讨，而出于干预与改造罪犯的最终目的，这样是远远不够

的，需要进一步探讨罪犯自我控制的内部心理机制[2] [3] [4]。除此之外，在探讨外

部变量对自我控制内部某一具体成分会造成何种影响的基础上，探究各内部成分

的变化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待引起重视，也就是说，要从内部取向来探讨自

我控制。 

2  自我控制的双系统模型 

2.1  自我控制研究的内部转向 

上述对自我控制外部取向的质疑与思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心理学研究的

发展过程，即从单纯思辨到标准化实验再回到实际情境，从单一角度到多维分析，

从笼统整体到探索其内部结构。近二十年来，自我控制研究有了较大进展，出现

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内部取向，它代表了自我控制的研究从探讨其外部表现与

作用转向了考察内部结构与机制。内部取向的心理学家从不同研究角度对自我控

制给出了定义。例如 Tangney, Baumeister 和 Boon 将自我控制定义为个体克服

或者改变内在反应，以及阻断并且改变不受欢迎的行为趋势（如冲动）的能力[5]。

Baumeister, Vohs 和 Tice 认为自我控制是指改变自我反应的一种能力，这种能

力使个体符合其理想、价值、道德和社会期望，支持着个体追求长期目标[6]。

Duckworth 提出自我控制是个体为了达到长期目标而努力控制自我的行为、情

感、注意等冲动行为的能力[7]。与自我控制的早期界定一样，这些新取向下的界

定也大都包括了以下两种基本要素：自我控制是个体有意识地去克服其内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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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自动反应（如冲动）；自我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个体带来长期的目标利益[8]。 

较之新近取向的自我控制研究，早期自我控制理论的犯罪心理学研究关注于

罪犯的外显行为，大多探索了其他外部变量对罪犯低自我控制形成和发展的影

响，较少单独研究罪犯低自我控制的内部结构。从内部结构来研究罪犯的低自我

控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罪犯和一般人群在自我控制上的差异。 

测量方法上，在早期从外部取向进行的自我控制研究中，主要有两种方法—

—自我报告法和行为测量法。然而这些测量方法测量的却并不是同一种结构。有

研究者对几种量表进行考察后，发现不同量表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提出这

几种量表实际上考察了自我控制的不同心理机制[9]。例如 Weinberger 量表包含

的四个维度是冲动控制、抑制侵犯行为、考虑他人和责任感[10]，Grasmick 量表

包括冲动、冒险、简单任务、身体活动、自我中心和脾气六个维度[11]，Tangney

量表则包括良好的学业和任务成就、更少的冲动控制问题（包括暴饮暴食和酗酒

问题）、更好的心理适应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多的道德情绪（如负罪感）

几个维度[5]。而对于行为测量法，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测量方法内容效度较差[12] [13]。

另有研究者则认为虽然它避免了自我报告可能出现的社会期许问题，但是它使用

了一些同义的预测行为指标，有可能导致效标污染[14] [15]。此外，行为测量法可

能会受到人体内部自我控制状态的影响，所以再测信度不高
[16][17]

。 

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自我报告法和行为测量法的结果之间也并不存在显著相

关，也就是说测量的并不是同一种心理结构[18]。原因在于这两类方法包含了不同

的自我控制要素，因此自陈报告法和行为测量法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19][20]。

Hofmann, Friese 和 Strack 提出行为测量法评估了那些与抵制诱惑有关的特定

行为，代表了自我控制的内隐方面；而自我报告法则反映了个体在各种情况下进

行自我控制的一般倾向，代表了自我控制的外显方面，因此他们提出了自我控制

的双系统模型[21]。 

2.2  自我控制双系统模型的基本观点 

在自我控制内部取向的各种理论中，双系统模型是发展得较为成熟的代表之

一。传统的自我控制研究将自我控制视为一个连续体，高与低的自我控制只是位

于该连续体的不同位置。然而随后有研究表明，自我控制的成功和失败具有各自

不同的神经基础：前者激活的是大脑中的前额叶-纹状体回路，而后者激活的是

前额叶-杏仁核回路[22]。这为认识自我控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将良好自我控

制和低自我控制分别作为自我控制的两种不同构成部分予以理解[23]。正是基于以

上二种不同的自我控制神经机制，Hofmann 等人从信息加工的视角提出了自我控

制的双系统模型，认为一种完整的自我控制模型应包含两方面：冲动系统和控制

系统[21]。自我控制的最终结果是二者交互影响的结果，如同这二者进行拔河比赛，

最后强的一方将取胜。 

该模型认为，一方面，冲动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冲动系统的激活，它们是

一些源自于长期经验和学习的自动情感反应和行为联结趋势（associated 

behavioral tendencies），由特定社会情境所激活。这些联想集合（associative 

clusters）储存在个体的长时记忆中，当个体在某情境下需要做出决定时，它们

便会被特定的环境线索自动激活。这一过程是自动化的，几乎不需要认知资源的

参与；另一方面，控制系统的功能则是个体自控能力或意志力强度的主要反映，

包括了深思熟虑的评价和抑制标准[24]。这一系统由于需要个体有意识地运用基于

符号的表征系统和操作系统，因而相对缓慢。相较于高度资源节约的冲动系统，

控制系统更加依赖控制资源，具有更强的主动性[25] [26] [27]。在控制系统中行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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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加工决策过程的结果，而这些行为决策是由大脑运动皮质中相应的行为图

式激活而产生的。 

Hofmann 等认为除了冲动和控制系统以外，自我控制的结果还取决于一些关

键调节变量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21]。这些调节变量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有关，分为

状态和特质变量。例如能量模型中的自我控制资源就是一种调节变量[28]。这些调

节变量会改变冲动和控制系统对行为结果的影响权重。 

来自 ERP 的研究发现前额叶皮层在自我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也观测

到了血糖的消耗，从而从生理上证明了控制系统的运作需要消耗资源[26]。前额叶

皮层除了与自我控制的功能有关以外，还有着认知加工的功能，对该过程进行的

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是因为，自我控制和认知加工都涉及到同一种机能

即执行控制。那么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三种机能在运作时，消耗的资源是同一

种吗？如果不是，那么彼此不同的三种资源存在相互作用吗？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呢？这些问题都有待结合自我控制资源理论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 

基于双系统模型，也相应出现了新的自我控制测评工具。例如 Dvorak 和

Simons 编制的自我控制双系统量表分别测量了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29]。这种基

于自我控制内部机制的测量方法在普通人群中取得了良好的信效度[30] [31]，但是

目前却较少应用到罪犯这一特殊群体。此外，对于冲动系统的测量，由于其加工

是自动发生的，不需要注意资源的参与，因此也有研究者通过内隐联想测验的方

式对自我控制进行检测。然而，这些测量方法仍然基于单一范式，对于同时涉及

无意识与有意识过程的双系统模型，则需要更加全面的测量方法，例如采用可以

分别测量意识性提取和无意识提取过程的加工分离范式。在加工分离范式的第一

阶段，首先要求被试记住先后分别呈现的两批信息。在随后的测试阶段中，被试

需进行再认测验。测验共有两种条件：在包含测验条件下，要求被试对先后分别

呈现的两批信息都做再认判断，因此在包含条件下，意识性提取和无意识提取都

有助于任务的完成；而在排除测验条件下，被试仅需对其中一个阶段呈现的信息

进行再认判断，即在这种条件下，对另一个阶段信息的记忆会阻碍被试的测验成

绩，所以只有意识性提取有助于任务的完成，无意识提取反而会阻碍任务的完成。

加工分离范式假设无意识性提取在两种测验条件下将信息判断为曾经学习过的

概率是一样的，而无意识提取也是一样，最后通过被试再认为“旧”的概率，可

以联立算式计算出意识性提取和无意识提取的数值[32]。以上思路也可以运用到自

我控制的测量中，设置两种条件，其中一种有意识控制和无意识冲动会协同完成

任务，另一种有意识控制有助于完成任务，无意识冲动会阻碍完成任务，最后通

过联立算式分别算出两个系统的强度。 

3  双系统模型视角下的犯罪自我控制 

如上所述，双系统模型认为自我控制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行为决策过程。犯罪

心理学中已有大量关于罪犯行为决策的研究，其中有的涉及罪犯冲动行为决策，

有的涉及理性决策，但这两类研究均仅着眼于各自关注的视角，不仅各自研究本

身较为零散、缺乏内部整合，更缺乏将两类研究进行整合后，从更为宏观统一的

视角出发进行的理论探讨。自我控制的双系统模型则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理论

框架，可以较好地将这两种视角整合起来，对相关研究重新进行梳理，以更好地

解释犯罪行为。此外，有关犯罪时个体状态以及人格特质的相关研究也颇多，但

大多也是单独考察它们各自对于犯罪行为的影响。而这些都可以作为状态与特质

等调节变量，整合到双系统模型中，从而获得对犯罪行为的更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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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罪犯自我控制的冲动系统 

根据双系统模型，冲动系统的成分主要是一些自动化的行为图式，包括自动

情感反应和行为联想趋势。已有研究表明，以犯罪相关事物作为线索时，罪犯在

再认时的确会表现出一定水平的自动性，即其犯罪行为是高度资源节约的[33]。在

犯罪群体的内隐认知研究中，许多证据都表明各类罪犯都存在着这种有别于非犯

罪群体的自动联想偏向。目前已在犯罪群体中发现的这类冲动系统成分主要包

括：注意偏向、认知偏向和与犯罪相关的自动情感联想反应。注意偏向指的是个

体在注意上选择性地加工某些刺激[34]。行为违规个体通常对不良行为相关的刺激

具有注意偏向，例如对毒品的注意偏向是吸毒者的一个重要行为标志[35] [36] [37]。

暴力犯以及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罪犯则对攻击相关的刺激具有显著的注意偏

向，例如冲动性暴力犯对愤怒表情有注意偏向[38] [39]。对于非暴力的性犯罪者，

虽然并未发现对于攻击性线索具有这一注意偏向[40]，但是有研究通过词汇判断任

务，发现性犯罪者也存在自动情感联想反应，例如儿童性犯罪者在“力量”和“性”、

“顺从”和“性”之间存在更加显著的内隐联想反应[41]。 

自动化的行为脚本在某些类型的犯罪行为中产生了尤为明显的作用，例如大

多数抢劫行为都是无计划的、瞬间产生的，而入室盗窃和性犯罪也常常缺乏深思

熟虑
[42] [33] [43]

。Walters 认为这种犯罪特质的认知加工风格，如对犯罪行为的高

效能感和犯罪后果的积极预期，经过犯罪个体反复的自我强化，已经成为自动化

的、反应性的犯罪认知[44]。这种自动的犯罪认知风格最终导致了个体稳定的犯罪

行为[45]。 

Nee 和 Ward 认为，正如专家在遇到新环境时也会受原有知识约束而犯错一

样，罪犯的“专业”犯罪知识也会影响其行为决策，使其在许多情境中做出犯罪

的选择[33]。Bargh, Schwader, Hailey, Dyer 和 Boothby 提出的前意识自动加工

（preconscious automatic processes）概念在许多犯罪研究中都得到了证明，

这一概念解释了犯罪行为决策中的自动化加工机制[46]。 

加工新事物时，个体需要带着自己的目的，有意识地去规划其认知行为，排

除干扰因素，主动调动资源去加工处理。但实际上在主动加工之前，前意识自动

加工就已经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发生了，由于它只是个体在进行精细加工之前进行

的一项对事物的例行解释和评估，不需要个体付出主观努力去实施，因此也更加

迅速、自动。部分罪犯的认知风格也是如此，进入环境后，甚至不需要主动去往

犯罪方向思考，就已经对环境中与犯罪有关的特征进行了加工，并调动出与犯罪

有关的技能，从而产生了犯罪行为决策。这一过程不仅迅速，而且耗费的资源很

少，因此惯犯们大都在做出犯罪决策时根本没有激活控制系统，缺乏对情境进行

深思熟虑的评价和制定长期目标的能力。这也与部分罪犯偏好简单任务、爱冒险

等低自我控制特征相吻合。 

以上这些研究都符合双系统模型中对冲动系统的界定，表明罪犯自我控制的

冲动系统中存在着许多犯罪风格的自动认知过程，它们是罪犯冲动系统的主要构

成部分，可以纳入双系统模型进行综合考察。而双系统模型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

理论系统运用于罪犯群体时，可以启发研究者的是，除了已有犯罪研究所涉及的

各部分，在罪犯冲动系统中还有哪些内容尚未触及。此外，该系统中各个构成部

分彼此间关系又是如何、怎样相互作用、一般人群和犯罪人群冲动系统的区别是

什么、其差异的根源与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有待思考。 

3.2  罪犯自我控制的控制系统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在定义自我控制时明确提出，自我控制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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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在犯罪行为决策时所考虑到的一切因素” [1]。其后，有学者指出该定义

中的自我控制指的是个体对犯罪情境的思考和评估，换言之，自我控制是在决策

过程中起作用的情境变量[47]。由此可见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的理论在这一点

上与 Hofmann 的双系统模型不谋而合，这种在决策中起作用的自我控制即双系统

模型中控制系统的作用，它涉及到高级的认知过程，包含深思熟虑的评价和抑制

标准[1]。控制系统的主要功能在于生成抑制行为策略，在行为决策中这些策略可

以克服那些由冲动系统产生、与长期目标不一致的行为。 

从双系统模型的角度来看，罪犯自我控制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冲动系统被激

活，而控制系统的激活情况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罪犯在行为决策时，根本不

存在深思熟虑的评价这类认知过程，即在罪犯的决策过程中控制系统完全未被激

活，决策结果是由冲动系统所决定的；另一类则是，虽然罪犯在行为决策中的确

产生了深思熟虑的评价，但是控制系统对其行为决策却并未产生应有的作用，由

于他们对于某些风险情境所做出的认知评估不同于普通人群，从而导致其控制系

统虽然被激活，但激活程度不如冲动系统。由此可见，在自我控制的过程中，罪

犯的控制系统所产生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控制系统的激活程度不如冲动系统的情况，有些研究从道德角度进行了

解释。有学者认为，道德承诺（moral commitment）能激发自我约束力，使个体

在遵守或违背规则的抉择中，更加倾向于遵守规则的选择，而缺乏道德承诺往往

使个体在犯罪情境中的自我控制能力更弱[48] [49] [50]。类似地，情景行为理论也关

注了控制系统和道德的相互作用，该理论将自我控制定义为“当个体自己的行为

准则与道德准则相冲突时，个体成功遵守道德准则的能力” [51]。在这一理论框

架下，道德水平较高的人即使面临犯罪的环境也不会违反法律，因为他们根本就

不会将违法行为视为一个行为选项；而对于道德水平较低的人来说，用控制系统

来预测犯罪行为才具有意义[52]。也就是说，自我控制会使两类人遵守各自不同的

准则。这一理论在知觉选择过程中起作用，个人准则主要在感知过程中起作用，

而控制系统只有在随后的选择过程中才会起作用，潜在的罪犯才会开始考虑是否

违法[53]。Wang, Wang, Chen 和 Li 的新近研究还发现，人们在自控资源耗尽后更

易出现不道德行为，其中道德认同水平的降低起到了中介作用[54]。由此可见，较

低的道德能力如道德承诺和道德认同水平，是罪犯群体在行为决策时，导致其控

制系统激活程度不足的原因之一。 

Wright 和 Decker 的研究则提示了另一种可能，即尽管罪犯在行为决策时进

行了思考，但是他们会认为自己正处于一种紧急状态中，因而在满足欲望的急迫

渴望驱使下，他们此时寻求的并非是最大利益而是当前利益，其结果则导致了控

制系统的力量弱于冲动系统[43]。 

此外，情绪在控制系统的激活中也产生了重要作用。对有组织犯罪的研究表

明，如果罪犯由于家庭或其他原因而接受了犯罪组织的帮助，并在情感上对犯罪

组织产生归属感和依赖感，那么其认知结构会逐步扭曲，其控制系统在运作时，

意识会优先加工与犯罪组织有关的部分，而对于组织外人员的加工则被抑制[55]。

来自农民工罪犯的研究也表明，城乡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物质差距所催生的隔

阂感，以及城市居民将农民工视为“二等公民”的作法，都让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发挥重大作用的农民工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致使他们长期处于负面情绪中，自

我控制系统也被削弱[56]。对老年人犯罪的研究也证实，由于退休而带来的人际关

系网络难以维持、缺乏子女关爱和社会支持，以及精神生活的贫乏，同样会造成

老年人长期处于消极心境中，从而导致自我控制系统的削弱[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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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根据双系统模型，控制系统完全未被激活，或是控制系统激活程

度不足，最终导致了其自我控制的失败，产生了犯罪行为。而以上研究可纳入双

系统模型，将其视为基于罪犯的认知心理机制对该群体控制系统激活失败原因的

具体解释。 

上述观点认为控制系统起着抑制犯罪行为的作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很

好地发挥作用，但是还存在一种可能：由于罪犯对于某些情境所做出的认知评估

不同于普通人群，所以控制系统对其行为决策却未产生抑制作用，反而促进了犯

罪行为的产生。以理性选择理论和威慑理论为代表的观点认为法律制裁会抑制犯

罪行为，而犯罪行为是罪犯在一系列行为选择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也就是说

罪犯精细计算了感知到犯罪和不犯罪的成本及其带来的利益之后，认为做出犯罪

行为会获得更多收益，制定出相应的行为策略。这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理性人”

基础而产生的选择理论，它意味着个体的选择是基于其知觉到的最大利益[58] [59]。

有研究将入室盗窃犯罪进一步细分为深思熟虑型和冲动型，发现那些一时冲动准

备实施入室盗窃行为的罪犯在被告知犯罪过程有多重阻碍时，更可能会清醒过来

并且停止犯罪行为，而深思熟虑型入室盗窃者则会在犯罪行为开始前思考如何克

服阻碍，这一结果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60]。研究表明在这种犯罪模式中，理性选

择因素对罪犯自我控制具有中介作用
[61]
。 

罪犯和普通人控制系统的认知差异也可以从价值观的角度做出解释。相比于

正常人群，罪犯普遍存在反社会人格，他们对社会主流规范和价值存在着认知偏

差，会忽视或者漠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62]。同时有研究发现，无论在男性罪犯或

女性罪犯中，价值观和自我控制一样，都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犯罪行为[63]。自我

控制的偏好转化为价值观的这一过程被称为自我控制的道德化[64]。这一转化过程

成功之后，如果自我控制失败就会受到道德上的惩罚[65]。研究表明，通过诱导那

些强调忠于团体成员的价值，可以促进自我控制的道德化，并且促进自我控制的

成功[66]。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促进自我控制增加人们的暴力行为。对于那

些道德责任感较低的被试，在接受了自我控制训练之后，其服从性暴力行为反而

有所增加；而对于那些道德责任感较高的被试，其暴力行为在接受自我控制训练

后则会降低[67]。该自我控制训练项目的目的在于使参与者坚持远端的道德价值

观，如果远端道德价值观可以阻止或鼓励攻击性行为，那么就会对个体的攻击性

行为产生相应影响。因此，如果反社会型人格的罪犯有着不同于普通人群的道德

感和价值观，那么其自我控制行为可能反而会促进犯罪行为的产生。 

罪犯和普通人控制系统的认知差异也可以从价值观的角度做出解释。相比于

正常人群，罪犯普遍存在反社会人格，他们对社会主流规范和价值存在着认知偏

差，会忽视或者漠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62]。同时有研究发现，无论在男性罪犯或

女性罪犯中，价值观和自我控制一样，都能较好地预测个体的犯罪行为[63]。自我

控制的偏好转化为价值观的这一过程被称为自我控制的道德化[64]。这一转化过程

成功之后，如果自我控制失败就会受到道德上的惩罚[65]。研究表明，通过诱导那

些强调忠于团体成员的价值，可以促进自我控制的道德化，并且促进自我控制的

成功[66]。但是也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促进自我控制增加人们的暴力行为。对于那

些道德责任感较低的被试，在接受了自我控制训练之后，其服从性暴力行为反而

有所增加；而对于那些道德责任感较高的被试，其暴力行为在接受自我控制训练

后则会降低[67]。该自我控制训练项目的目的在于使参与者坚持远端的道德价值

观，如果远端道德价值观可以阻止或鼓励攻击性行为，那么就会对个体的攻击性

行为产生相应影响。因此，如果反社会型人格的罪犯有着不同于普通人群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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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价值观，那么其自我控制行为可能反而会促进犯罪行为的产生。 

依据双系统模型，控制系统涉及到了认知评价过程，对犯罪行为起着抑制作

用，只是抑制作用不够强大，最后才产生了犯罪行为。但如上所述，理性选择理

论、威慑理论和情景行为理论均表明，罪犯的道德心理机制与普通人并不相同，

控制系统并非一定对犯罪行为起着抑制作用。举例来说，部分罪犯确实会进行理

性选择，比如白领罪犯，但也存在着通常不会理性制定长期计划的街头罪犯。尽

管前者的理性选择水平确实更高，但是依然不足以使其放弃犯罪行为。因此有必

要探讨罪犯的认知评价过程与控制机制到底与普通人群存在什么样的区别，两者

在什么条件下会互相转化，以及道德认知和价值观在罪犯控制系统中的作用机

制。 

3.3  自我控制的状态或特质边界条件 

Hofmann 等认为当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发生冲突时，其强度取决于各自系统

的激活程度，而状态或特质边界条件可能会通过改变这一激活程度，影响两种系

统的相对强弱[21]。其中状态边界条件主要包括自我调节资源、认知能力、酒精消

耗，特质边界条件主要包括工作记忆能力和特质自我控制能力[8]。此处状态边界

条件中的认知能力特指在认知负荷不同的情况下个体所拥有的认知能力，而特质

边界条件中的工作记忆能力则指个体所特有的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储存的能力。对

普通人群的研究表明，当自我调节资源越少、认知能力越差或是在酒精条件下，

加工方式以自动加工为主[68] [69]。Ogilvie, Stewart, Chan 和 Shum 的研究表明认

知缺陷影响了犯罪行为的发生和维持[70]。其他影响还体现在，尽管个体希望进行

自我控制，然而那些注意力较狭窄的个体可能由于受到外部线索特征的影响，最

终导致自我控制失败。例如当外部线索是数字时，比起较大的数字，当以较小的

数字呈现时，注意力较狭窄的个体则可能由于未观察到该线索，从而没有实施自

我控制行为[71]。此外，认知需求水平越高、行为取向越强，自我控制也会更加灵

活[72]。工作记忆能力也会影响日常生活中自我控制加工的能力，特质自我控制能

力更高的人在完成任务时会有更加优秀的表现[73]。 

有研究考察了人格特质对于双系统模型的影响，如研究发现：冲动系统中介

了神经质与拖延的关系，由于神经质得分高的个体更加冲动，有着更多不适应的

应对反应，更倾向于采用情绪来应对事件，因此主要通过冲动系统产生作用；控

制系统则中介了宜人性与拖延的关系，宜人性高的个体通常为了维持良好的人际

关系而有着更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因此主要通过控制系统发挥作用[74]。而在犯罪

方面，虽然从早期到新近的研究不断发现某些特质与犯罪行为有关，例如情绪性

水平较高、诚实-谦卑、亲和性和尽责性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可能产生冲动或犯罪

行为[75] [76]，但是从双系统模型出发，考察状态和特质边界条件如何对罪犯自我

控制产生影响的研究则很少见。 

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建立在理性罪犯的前提下，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当情绪

高度唤起时，罪犯往往不能准确全面地衡量其行为后果的利弊，或者说罪犯更关

注行为带来的当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比如，有研究显示，愤怒反刍可能在

自我控制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作用[77]。 

双系统模型不仅涉及到了状态和特质边界条件，而且从认知角度对它们在自

我控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关注，将其纳入自我控制的更宏观体系中，提出状态和

特质边界条件调节了控制系统和冲动系统的强弱关系。它们决定了个体采用的是

冷模式或者热模式来处理信息，并影响了控制和冲动系统，从而决定个体是否出

现犯罪行为。这些进一步表明了双系统模型能够较好地整合已有各种研究，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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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犯罪行为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4  未来研究展望 

作为犯罪行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变量，许多学者均认为从自我控制入手，对

于了解、预防和矫正犯罪行为有着十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而双系统模型为理解

罪犯的自我控制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框架。双系统模型认为自我控制的最

终结果是由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采用这一模型，将已有的冲动

性研究和自我控制研究结合起来，并基于更高层次自我功能的视角，整合以往的

犯罪行为决策和认知加工机制研究，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分析和考察罪犯的自我

控制机制。具体而言，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首先，罪犯的冲动系统与控制系统的具体机制以及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可以

整合已有研究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丰富和完善双系统模型。 

对于冲动系统，需要从多种角度考察情绪的作用。目前研究大多从消极、负

面情绪出发，发现冲动系统主要由一些自动化的行为图式构成，而罪犯的冲动性

普遍较高。然而新近研究表明积极情绪也会在犯罪行为中产生作用，它们通过控

制系统的运作而对自我控制结果产生重要影响。这表明情绪在罪犯行为的作用机

制要比原有设想更为复杂。那么如何处理冲动系统与其他各种不同效价情绪间的

关系，结合已有研究进一步考察情绪在双系统模型中的作用，丰富与完善双系统

模型，是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控制系统，可以将道德和价值观等变量纳入，考察道德以及自我控制对

于不同类型犯罪的影响。双系统模型揭示了罪犯认知能力的不足或缺乏正确的认

知模式，是导致自我控制失败的深层心理机制。而情景行为理论则考虑到了道德

水平的作用，认为只有对于道德水平较低的人，用控制系统来预测犯罪行为才有

意义。理性选择理论、威慑理论则认为在衡量了成本和收益后，控制系统反而可

能会促进犯罪行为的产生，是罪犯异常的理性评价导致了最终的犯罪行为。以上

观点很可能适用于不同犯罪类型，对不同罪犯的解释力度并不相同，例如前者是

否更适用于冲动、激情犯罪，而后者更适用于白领群体的预谋犯罪。罪犯异常的

道德感和价值观对控制系统的功能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都有待更加细致深入

的研究。 

尽管冲动系统与控制系统拥有相对独立的运作机制，然而根据双系统模型，

自我控制失败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这种相互作用机制具体是什么？与普

通人群的区别在哪里？各种类型罪犯特有的状态与特质边界条件，在冲动系统与

控制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又各自起到了何种作用？回答这些问题有益于真正理解

犯罪行为背后的复杂心理机制。 

其次，目前已有较多基于双系统模型的自我控制干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主

要关注普通人群的不健康行为。未来研究可以借鉴这些干预思路，对罪犯其进行

更有效的心理矫治，改变和抑制冲动系统并提升控制系统功能，降低其重新犯罪

的可能性。 

就改变罪犯的冲动系统而言，一种可能的介入路径是切断其已固化的某些自

动情绪反应、行为趋势和图式，并逐步建立起新的联结。已有研究识别出罪犯的

某些反社会行为图式并对其进行了干预，在具有人格障碍的罪犯身上取得了较好

效果[78]。这表明对罪犯的冲动系统进行干预是可能的，而如何将针对其他群体冲

动系统的有效干预方法引入罪犯群体，则需要更多尝试。评价性条件反射可以改

变个体冲动系统的自动情绪反应，如酗酒者对酒精线索、节食者对不健康零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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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情绪反应[79] [80] [81]。学者们也从认知取向出发对不同目标人群进行了干预，

例如使用基于网络的认知偏向矫正项目治疗酗酒者[82]，采用改进点探测任务改变

个体对药物的注意偏向 [83]，以及使用认知偏向修改模型（cognitive bias 

modification paradigms）干预法矫正赌博行为[84]等。这些方法都为罪犯群体冲

动系统的干预提供了可借鉴的工具和思路。 

对控制系统的干预应主要着眼于提升罪犯的认知加工水平、发挥控制系统的

作用。如前所述，罪犯自我控制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做出犯罪行为时，罪

犯很少对当前情境进行更深层次的加工，未发挥控制系统的功能，这反映了罪犯

认知能力的不足。此外，研究显示来自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因素会通过前额叶皮质

影响自我控制，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所引发的暴力行为又转而继续损害控制系

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85] [86]。目前已有的干预措施有认知行为疗法或动机性访

谈，前者可以激活前额叶皮质执行功能，后者可以增强控制系统的功能[87] [88]。

此外，以往罪犯认知机制研究中较少涉及的认知能力恢复问题，也值得更多关注。

注意力恢复理论认为，进行无规律、自发的或是有规律、常规的日常恢复活动，

如观看自然场景、积极投入大自然，甚至只是短暂观看草地开花场景，都会促进

认知能力恢复[89]。这类技术相对而言更为简单易行，也较易获得效果。如何结合

罪犯实际改造工作，将这些技术和矫治方法操作化，具有重要现实价值和意义。 

从资源消耗角度着手，有助于提高罪犯的自我控制能力。资源消耗也可以对

控制系统的功能产生影响，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意志力耗尽会导致自我控制失

败。控制系统通过抵制诱惑策略和避免诱惑策略来抑制冲动，研究表明自我控制

良好者更多使用了不需要消耗意志力的避免诱惑策略，从而降低了自我控制失败

的风险，而抵制诱惑策略需要消耗资源[90]。那么针对罪犯这一特殊人群，其自我

控制策略、控制资源损耗的特点及运作机制，都值得进一步探究，以便对其进行

心理矫治。 

从生物机制入手干预与提升罪犯控制系统的功能也是另一条途径。例如

Shniderman 和 Solberg[91]提出使用药理学的干预方式，可以促进犯罪个体的神经

可塑性和认知能力，从而有效地增强其执行能力。注入某些 D2/D3 受体拮抗剂与

兴奋剂、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等药物，也会对兴奋剂、阿片类药物和可卡因上瘾

者的注意矫正产生作用[92]。另有研究还表明，服刑人员在食用金枪鱼这类含有某

种特定脂肪酸的食物三个月后，能够有效减少其对暴力事件的参与[93]。不过这些

研究对象均为监狱中统一管理的、具有明显暴力倾向或其他某种不良行为倾向的

特殊罪犯，是否适用于一般罪犯则需考量。总而言之，如何将已证实对普通人群

或特殊类型罪犯有效的此类各种技术和方法应用于一般罪犯群体、不同罪犯群体

之间又有何差别，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 

第三，比起单纯使用自我报告法研究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研究两个系统的

前兆因素不仅可以使测量结果更容易观察、预测的更准确，也可以将罪犯自我控

制的干预技术聚焦到前兆因素的控制上。前兆因素是指在个体的成长历史中，有

些外部刺激因素与特定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倾向之间由于不断被强化，从而最终形

成的特定的联结集群。因此除了从内部改善自我控制外，还可以从外部着手，不

让个体接触到这些外部刺激，也就避免了冲动行为的激活。 

第四，除了抑制罪犯的反社会行为，还可以从自我控制角度鼓励与培养其亲

社会行为。例如有研究表明在教育性的非暴力游戏中超越其他玩家，不仅会显著

增强个体的自尊水平，也会提高个体在现实活动中的社会支持，促进其亲社会行

为[94]。值得注意的是，在激励亲社会行为时，要避免个体仅仅是出于印象管理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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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出现亲社会行为，否则可能会在其身份建构完成后，反而认为“我在人前已

经表现得足够好了”，从而抵消维持秩序所必需的愧疚感，导致在人们看不见的

地方减少了亲社会行为[95]。对于罪犯而言，其结果则可能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错

误认知机制，而仅仅只是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并未真正达到降

低其再犯风险的心理矫治目的。 

最后，未来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对犯罪易感青少年群体自我控制系统的考察

和干预。有研究者发现在面对环境中的风险因素时，自我控制能力可以起到很好

的保护作用，认为干预措施应侧重于促进早期的自我调节能力，而不是在问题行

为已经形成时进行干预[96]。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个体面临着来自生理和心理的双重

挑战，一方面如果他们没有与父母、家人和老师进行及时、充分、适当而有效的

沟通交流，就容易产生孤独、不被理解等消极情绪，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从不良同

伴中获得认可、支持等积极情绪体验。在不良同伴的影响下，犯罪易感青少年不

仅易于出现酗酒、药物滥用等行为，甚至可能滑向更加严重的犯罪道路。那么如

何基于双系统模型，考察其冲动系统和控制系统的形成与作用机制，尤其是从不

良同伴或犯罪群体中所获得的积极情绪在其中产生的影响，并在其自我控制系统

尚未完全固化形成自动情感联结与行为图式前及时给予干预，对于预防青少年犯

罪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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